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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

编按：过去几十年中，民众非暴力运动已经成为通向民主的最可靠路径。

然而，并非所有非暴力运动都取得了成功。如何使非暴力运动变得更加锐

利、有效？在这篇文章中，三位作者专门探讨了一种他们称之为“致困行动”

的战术。他们的研究表明，使用这一战术有助于提升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机

率。该文 2023年1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1 January 2023)。

1982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期间，波兰东部小镇瑞尼克(Swidnik)的居民

决定带着电视机去散步，以此抗议政府的媒体宣传。活动人士旨在表达他

们对共产国家一手遮天控制所有媒体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鼓励个人进行私

下抵制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如果你坐在家中客厅里不看新闻，谁会知道

呢？但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种抵制公开可见呢？如果把对政府宣传

和举国信息控制的不满明白无误地公之于众呢？

最终，活动人士决定在重要的晚间新闻播出时段，将他们的电视机带到街

上，用手推车“遛”，就像是推婴儿车一样。不久之后，在这个时段走在

镇上的人们，都能看到街坊邻居推着电视机，一边遛弯儿一边有说有笑，

利用以前花在收看官方新闻上的三十分钟来互相问候、闲聊，并一起分享

站出来反抗政权的那份刺激。

“遛”电视机的做法不仅富有创意，而且具有感染力。这是一个很棒

的“梗”，很快这种做法就传遍了波兰的大街小巷。波共政府感到莫名

惊诧，权衡再三，却无法逮捕任何人，因为并没有法律禁止波兰公民将

电视机推到街上。政权能做的就是将晚上10点的宵禁提前到了晚上7点，

从而迫使每个人都呆在家里，并通过这一举动显示出它无力控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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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波兰公众更忍无可忍了。

推车抗议活动使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对抗议者置之不理吧，只会使他们更

加胆大妄为、显得政府软弱无能，并加剧抵抗；镇压抗议者吧，仅仅因为

推着电视机遛街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就出手，这会让当局显得过于强硬和

压制。通过下令提前宵禁来遏制抗议活动，这种笨拙的做法使政权丧失了

公信力，扩大了批评政府的波兰公民基础，并使当局显得荒谬可笑。他们

再也不能自称是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了。这种叙事一旦被打破，他们对

权力的控制就变得很脆弱，而最终政权垮台了。这一特定类型的非暴力战

术即是所谓“致困行动”(dilemma-action)。它旨在为打击的对象创造一

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对手陷入“双输”情境：无论怎样应对，都将遭

受骂名，最终威信扫地。精心选择的致困行动会利用人们广泛的共识，利

用不可预测性和幽默感来颠覆官方叙事，并引来广泛的公众支持。

然而，除了能当成不错的谈资讲讲之外，这种战术是否行之有效？它是否

有可测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致困行动”可以使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率提高11%至14%。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已近乎两倍高

(非暴力成功的几率为50%，暴力运动成功率仅为29%)。而我们的研究结

果表明，“致困行动”可以进一步增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使其几率接

近三分之二(64%)。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非暴力性社会抗议一直是通向民主最可靠

的途径。1尽管最近出现了民主的倒退，但持续的非暴力动员仍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民主存续之路，尤其是在新的民主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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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非暴力动员运动也可能失败。自1905年以来，它们的完全成功率为

47%(占320个案例中的150个)。在1974年以来的、更晚近的所有案例中，

即从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失败率(定义

为任何不完全成功的情况)为53%(占258个案例中的137个)。在2010年后，

公民抗争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普及水平”，但其有效性开始下降。3

我们知道，非暴力群众运动比暴力运动要有效得多，但为什么有时非暴力

运动会失败呢？这是否跟他们的战术有关系？非暴力本身是一种广泛的战

术，但仅仅说一场运动是非暴力的，并不足以说明它实际上是如何追求其

目标的(当然，除了避免使用暴力)。例如，同为非暴力运动，但着重于抗议

的运动与那些更具破坏性的直接行动(如罢工)的运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有关特定非暴力战术有效性的研究相当有限。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几个案例

之间的比较上，或研究运动内部的战术变化。除了有人建议运动使用“多

种多样的”方法或许可以更加有效之外，对于特定类型的战术及其对运动

成功所起的作用，相关研究寥寥无几。

话虽如此，人们对评估创造性战术的影响越发有兴趣。通过借鉴一些个人

轶事，诸如史蒂夫·克劳肖(Steve Crawshaw)的《街头精神：抗议与恶作剧

的力量》，或各类活动家培训指南，如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和戴

夫·奥斯瓦尔德·米切尔(Dave Oswald Mitchell)的《美丽的麻烦：革命工具

包》，或由“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CANVAS)出版的《有效非暴力

斗争指南》，史蒂文·邓科姆(Steven Duncombe)和西拉斯·哈雷拜(Silas

Harrebye)提供了有关创意活动与传统活动形式有效性的对比数据。4他们

发现，在几乎所有量化指标上——兴趣观察、请愿签名的收集数量、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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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的速度和规模、对活动人士的反应等方面——创意活动在实现意愿目

标方面都胜过传统方法。

我们的研究旨在为这些贡献添砖加瓦，对致困行动的功效进行介绍、概念

化并加以量化分析。然后，我们使用非暴力运动中致困行动的全球数据，

评估这一战术对运动成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致困行动可靠地

促进了运动的成功。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一战术如此有效呢？

致困的力量

在对印度进行殖民占领期间，英国当局垄断控制着日常必需品——食盐，

开征盐税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分配，着眼点是食盐的出口价值。独立运动

本可以对这种状况愤起抗议，但却选择了更具创意的做法。在甘地的领导

下，独立运动人士们奔赴海岸，蒸发海水自制盐巴。抗税和不服从行动很

快在印度蔓延，并影响了盐业以外的许多事物。

英国当局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可以坐视自己失去对食盐(及其他方

面)的管控，也可以镇压抗税行为。他们选择了后者，逮捕了数千人，在此

过程中损害了殖民政权的合法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令独立运

动如虎添翼。

甘地关于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独特思想开始声名远播，但他同时

也是一位善于设计创意性致困行动的大师，用致困行动让对手进退两难从

而促进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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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录了历史上世界各地的致困行动案例，但对它们下功夫进行系统研

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乔治·莱基(George Lakey)是第一位将致困行动的成

功经验撰写成篇的活动家，他在1987年描述了他所称的“致困示威”。加

拿大活动家菲利普·杜阿梅尔(Philippe Duhamel)读了莱基写的文章，于

2001年设计了一次“致困示威”，旨在抗议加拿大政府参与美洲自由贸易协

会(Free Trade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s)。抗议者手持一把“巨型钥

匙”，在渥太华国际贸易和外交事务部展开了一次“搜查和扣押行动”，他

们要求该部门允许他们查阅贸易条约草案。抗议者被逮捕，从而引起了公

众的关注。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拒绝公布草案？为什么要保密？一周后，抗议

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草案被公之于众。杜阿梅尔后来就此事的来龙去脉

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战术说明。5

在莱基和杜阿梅尔看来，这一战术的核心是两难困境，即通过一种直接行

动战术，迫使对手面临一个双输的抉择。与所有直接行动一样，致困行动

是在传统的倡导活动之外起作用的。它们旨在让目标做出回应。典型的抉

择是在对活动人士的取态上：镇压吧，显得过于粗暴；不作为吧，又显得

太软弱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都会失去公信力，而运动则会备受鼓

舞。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塞尔维亚的奥托波尔(塞尔维亚语Otpor，意思

是“抵抗”)运动中，人们给一只油桶贴上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

画像，然后将油桶放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购物区。路人只需往油桶里投个

硬币，就可以用棒球的棒槌打米洛舍维奇的脸。活动人士称之为“投币

换取变革”，他们促使观众们认识到，在他们所生活的政权之下，政府更

关心的是维护独裁者形象，而不是让人们和平地表达自我。警察闻讯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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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得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他们选择“逮捕”油桶，这提供了绝佳的

拍照机会，使警方——连带着米洛舍维奇——显得荒唐可笑。奥托波尔运

动本可以走传统的抗议路线，却凭着一个有趣、引人注目的致困行动引起

了公众对政权镇压的更大关注，并为反对政权而进行的非暴力运动赢得了

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致困行动的定义(它是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

心的培训经验基础上建立的)，要求活动人士要借助被广泛认同的信念。

以“投币换取变革”的致困行动为例，它所突显的信念是：人们应该能够

和平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警察出手打压时，人们对镇压的反弹使奥托

波尔运动变得更加合法，而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合法性则大打折扣。通过将

和平行动与借助广泛抱持的信念相结合，活动人士更有机会获得广大公众

对其目标的广泛同情，并实现艾丽卡·切诺威斯(Erica Chenoweth)所指出

的对运动成功至关重要的“大规模多样化参与”。6

成为好的致困行动的第三要素是充满幽默感的反讽。幽默是针对威权政权

的活动人士的有力工具。戏谑行动主义(laughtivism)被定义为“被社会非

暴力运动战略性使用的幽默和嘲弄，用以削弱对手的权威、建立自身信

誉、打破恐惧和冷漠，并触及目标受众”。7玛伊肯·茱尔·索伦森(Majken 

Jul Sørensen)指出，政治活动中的幽默远非仅仅是“发泄情绪”。她解释

了滑稽的政治噱头如何扰乱专制政权的话语并重构叙事。8她的研究表明，

使用幽默手段还有助于活动人士本身，他们报告说，在参与带有幽默元素

的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相对较少。

当然，并非所有噱头都具有讽刺意味。活动人士扮相滑稽可能很逗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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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一定就具有讽刺性。相比之下，致困行动就需要讽刺。它们作为情景

讽刺的关键在于，揭露对手口口声声自己是从公众最大利益出发，而实际

上并非如此。正如比尔·莫耶(Bill Moyer)所述，掌权的人编造了一些神话，

以此为他们自私的政策和计划辩护。9压迫性的政府并不需要公民真的相信

这些神话，但他们需要公民在公共场合中“如同”相信这些神话。10其内在

的讽刺性在于，掌权者的公共叙事掩盖了他们实际上的真相。

因此，活动家的目标是利用有创意的战术，揭

示那些被当作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背后

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置身于颠

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例如，如果一个

政权不允许人们公开表示抗议，那么致困行动

就会通过展示无字标语、举行无声抗议或用玩

具代替人们进行抗议，以讽刺性的方式引起

关注。因此，致困行动是一种公众的不服从

形式，它破坏政权的叙事，但又以一种尊重广泛抱持的社会规范的方式进

行。其结果是，公开展示了政权叙事何其违背社会规范。

政府可能会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但实际上战争使公民面临

更大的风险。抗议者可以选择传统的示威方式走上街头，也可以创造性地

试试具有讽刺意味的致困行动：将反战信息写在钞票上、穿着骷髅装在墓

地抗议，或者举着白纸静默地控诉。11

对一群进行和平行动的创意活动人士实施逮捕将损害政权的声誉。这个结

果非常重要，因为影响运动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公众对活动人士的看

活动人士的目标是利用创

意性战术，揭示那些被当

成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

神话、揭示其背后的真

相——同样重要的是，让

公民们置身于颠覆那些神

话的公共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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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当他们被视为扰乱秩序、令人讨厌或是极端主义时，他们往往无法吸

引新成员。12相比之下，研究表明，如果当局对付活动人士的方式令公众感

到道义上的愤怒，那么公众对该运动的支持就会上升。13具有讽刺性元素的

行动可以非常有效地将活动人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并将他们的对

手描绘得充满敌意。

尽管我们研究的各种致困行动在富有玩味性或滑稽性的程度上各不相同，

但它们都努力利用创意的讽刺来揭示专制权力内在的荒诞。

致困行动研究

这个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将几十年的活动经验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我们研究

团队的成员斯尔杰·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深知，致困行动可以带来改

变，并以其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是奥托波尔运动的领导人，在推翻

米洛舍维奇政权上功不可没。他后来又在“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

工作多年，从事对全球活动人士的培训。为了将经验付诸实践，我们对44

个致困行动案例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九种不同的成功指标进行编码。这

构成了我们2020年的著作《恶作剧者vs.独裁者》(Pranksters vs.  Autocrats)

的基础。14其结果令人鼓舞，也促使了眼下这个研究的开展，它旨在记录非

暴力运动运用致困行动的范围，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成功率。

为了检验作为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的致困行动的有效性，我们研究了发

生在1905年至2019年间的320个非暴力运动中的致困行动战术。这些运动

被纳入更宏大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onviolent and Violent 

Campaigns and Outcomes，NAVCO)1.3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了从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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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时期。15NAVCO 1.3中的非暴力运动提供了一个样本，我们可以对

其中是否存在致困行动进行编码，从而比较具有和不具有致困行动的运动

的成功率。

编码的第一步是了解每个运动使用的战术范围，并寻找致困行动的标志。

这些标志的例子包括抵制、绝食抗议、媒体艺术、罢工、静坐示威和各种

象征物。如果我们发现了致困行动，我们就会对其描述性和评价性特征进

行编码。如果我们的团队在一个运动中找到了致困行动战术的一个范例，

那么对这场运动的搜索就会到此为止——因为一个范例就足以用来比较，

没有必要找到它运用致困行动的所有例子。如果在第一次查找中没有发现

致困行动的证据，我们团队就会再次查看主要和次要资料，以确认一项运

动中确无致困行动存在。

举个例子说明编码的过程：2009年1月，冰岛的所谓“厨具革命”(Cutlery 

Revolution)期间，近两千人聚集在议会大厦外，敲打着平底锅和其他厨

具。这种使用日常厨房用品的方式既有助益又具有讽刺意味，突显了政府

处理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的方式对普通民众养家糊口能力的影响。

敲打锅碗瓢盆还制造了很大的噪音，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示威者呼吁总理盖尔·哈尔德(Geir Haarde)及其内阁辞职，并要求进行改

革，使政府更加透明。这种扰乱行动迫使政府要么将抗议者视为罪犯——

并因此而可能面临过度反应的指控——要么让喧闹的示威继续下去。示威

者实现了他们的短期目标：哈尔德、中央银行行长和该国最高金融监督官

员全部下台。当年四月进行了提前选举。为了对这个案例进行编码，我们

团队的两名成员独立查阅了五个不同的二手资料来源，包括报纸文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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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条目、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以及现存的一个非暴力动员数据库。

冰岛的厨具革命只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表明，仅有约三分

之一的非暴力运动中存在致困行动，但其发生率在不同时间相当稳定，这

表明致困行动的存在并不是新现象。致困行动也发生在非暴力运动之外，

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大规模动员的尝试——无论是否使用致困行动——从

未吸引到上千规模的参与者，因而无法达到NAVCO数据集的门槛。为了克

服数据的这一限制，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超过四百个致

困行动案例，其中不乏与任何较大型运动无关的一次性事件，更不用说有

上千名参与者的运动了。例如，我们收录了2013年5月土耳其安卡拉的“地

铁接吻”抗议活动，此次活动的发生源于公共交通官员查看车站的安全摄

像画面，发现有一对情侣在接吻。上百民众于是涌入车站，不顾官方关于

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秀恩爱的告诫，在数分钟内进行了接吻快闪，一些

人还举着写有“免费接吻”的牌子。官员随后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将接吻

定为违法行为，还是让这些抗议者挑衅当局的权威。在NAVCO数据中找到

的致困行动数据约占我们迄今研究案例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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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致困行动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注意：这里将部分的成功视为50%，失败视为0%，完全成功视为100%。

证据 

在NAVCO 1.3数据集里，所有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大约为54%。图1中的左

图显示，这个平均值因是否采用致困行动而有很大的变化。没有采取致困

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其整体成功率略低于50%，而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力

运动平均成功率为64%。

接下来，我们测试了致困行动的效果。16我们的估算表明，致困行动关乎

运动成功的概率能增加10个百分点。这比之前的14 个百分点的估计值(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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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50% 的成功率)要低，但我们的估算是基于一种通常对离群观测结果不太

敏感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表明，平均而言，致困行动显著提高了非暴力

运动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成功率的差距缩小了，与此同时，非暴力运动的

整体成功率也有所下降。这两个趋势——致困行动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

以及整体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似乎都是自冷战结束开始

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包括1920年-1950年的年份，我们可以看到，

含有致困行动的运动的成功率大大超过了没有它的运动。然而，自冷战结

束以来的30多年里，这一差距在缩小。具体来说，从1905年到1988年间，

这一差距为25个百分点，而从1989年以来，这一差距缩小到9个百分点：从

1989年到2019年，在至少含有一个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案例中，

运动成功率为61%，而没有致困行动的运动成功率为52%。

图2：致困行动提升专制政体中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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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Varieties of Democracy项目(V-Dem)的民主数据(x轴)。

这种成功差距缩小的原因何在？难道致困行动对冷战结束前更为普遍的那

种全面专制政权更具有影响吗？那种政权从定义上来说，更为远离被统治

者的同意，因此在致困行动可以利用的起点上就存在较大的合法性差距。

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们在图2中根据目标政府的民主程度，绘制出致困

行动边际效应的估值。

图中的曲线显示，致困行动的边际效应在更加专制的国家中最高。当运动

针对的是最专制的政府(其民主程度介于0到0.2之间)时，致困行动的效应远

高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民主程度最高的政府(民主数据得分超过0.6)

中，致困行动的效应仅有专制政权的一半左右。简而言之，当非暴力运动

针对的是更专制的政府时，与在更民主的环境中采用致困行动相比，致困

行动提高运动成功率的可能性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致困行动如何助益非暴力运动

我们的团队就每个致困行动案例收集了一系列描述性数据，编码了15个

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评价性的。我们的评估结果表

明，致困行动有四个具体要素左右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促成群组的形

成、贬低对手的合法性、减少恐惧以及引起媒体的同情报道。

群体的形成(group formation)：波波维奇认为，一场成功的运动能够利用

他所称的“酷炫因素”(cool factor)。在致困行动如何塑造公众对运动的看

法、如何鼓舞直接参与者的士气方面，他的经验得到了这些相关研究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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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例如，这些行动可以将活动人士呈现为无威胁性的。17有关幽默和行动

主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采取诙谐幽默的方式可以降低观众对活动人士信

息的抵触情绪，并可以诱导观众思考他们可能一直回避的问题。18更重要的

是，在行动中运用游戏可以有助于打破社会障碍，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创

建新的联盟。19

致困行动不仅影响公众的看法，也会影响活动人士自身。使用讽刺幽默的

方式开展致困行动会给参与者带来积极的感受。与其他非暴力战术相比，

致困行动更有助于群组的形成和保持活跃。致困行动往往会引发对手的短

期负面反应，但这很容易解释为战术上的成功，会让活动人士士气大振。

几乎每次(即92%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进行致困行动都会导致运动参与

者人数的增加。在致困行动之后，有82%的情况下，运动的动员会继续进

行，而在93%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增加公众对非暴力运动的同情。

合法性：致困行动不仅要造成对手真正的两难困境(失败的尝试通常可追溯

到在这方面的失误)，而且还必须触发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让对手以违反

规范的方式对致困行动作出回应，这是关键所在。对手无论怎样回应都是

输定了的，因为致困行动决定了，要想不违反广泛认同的规范，唯一替代

方案是无所作为，而不作为又会被视为示弱，因此是一种损失。

然后，困境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目标在公众眼中可能会失去合法性。

旁观者对于针对目标的活动可能产生的价值如何评估，也可能发生改变。20

例如，如果对手的首选是避免公开回应困境，那么公民们可能会觉察到他

们的软弱，并因此而进一步抗争。如果参与致困行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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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人士的合法性就会得到提升，而他们对手的合法性则会下降。在实践

中，这意味着发起致困行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针对对手的荒谬、过分、

不合理或压制性的规定。如果禁止抗议，活动人士可以举起空白标语牌。

而逮捕举空白标语牌的人将会使对手丧失合法性，因为公众会对对手制定

的法规失去尊重。一次得当的致困行动可以将政权的叙事从合法变为非

法，从公正变为不公正，从具有代表性变为专制，等等。

政权置之不理的情况很少见。我们发现，90%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遭遇

激进或暴力的回应，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反应过度的回应。例如，2011年7

月，马拉维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政府。他们挥舞着该国独立之初使

用的国旗——政府最近改变了国旗的设计并禁止展示旧国旗。他们穿着红

色的服装，自称为“民主和平的红军”。防暴警察在几个城市进行了暴力

镇压，但并没能平息抗议，抗议活动又持续了数天，并在8月和9月再次爆

发。当局的严厉反应，正如我们之前提到波兰政府对推着电视遛街的过度

反应一样，助长了活动人士的声势，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

恐惧：这是将致困行动与运动成功联系起来的第三个因果机制，涉及恐惧

心理学。埃及讽刺作家巴斯姆·尤素夫(Bassem-Youssef)写道，恐惧一直是

压制性政权的“最佳武器”，但“当你发笑的时候，你就不再害怕了”。21

他是开罗的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因2011年初发表讽刺作品而成名，当时

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侯赛因·穆巴拉克(Hosni-Mubarak)的独裁政权，

他在自家洗衣房拍摄视频上传到YouTube。尤素夫在互联网上累积了数百

万次点击量，然后通过一个类似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的《每日秀》

(Daily-Show)的电视节目引起了轰动。尤素夫的节目“Al-Bernameg”(这

个节目)，最终吸引了三千万埃及观众(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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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公开嘲讽埃及政府，提供了以此为特色的突破性的喜剧。威权政权用

恐惧来打压言论，扼杀抵抗、制造社会分歧。恐惧可以引发对风险的悲观

看法、并增加规避风险的倾向，导致孤立感和冷漠情绪——这是降低参与

抗议活动的两种机制。22然而，正如尤素夫亲身体会的那样，笑声可以对

抗恐惧。例如，2013年3月，当时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政府以尤素夫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和埃及国家逮捕了他，当尤素夫出庭

听证时，他戴着一个巨大的帽子，这个帽子是穆尔西在同年早些时候在巴

基斯坦获颁荣誉学位时戴过的。尤素夫没有被逮捕所吓倒，而是利用这个

机会嘲笑穆尔西没有应对批评的能力。

2013年7月军方政变推翻了穆尔西之后，尤素夫受到军政权进一步镇压，

他于是在2014年离开了埃及。然而，讽刺节目Al-Bernameg的影响力仍然

延续，其他喜剧演员如沙迪·阿布·扎伊德(Shady Abu Zeid)也推出了自己

的政治讽刺节目。扎伊德还在2016年通过一次致困行动将讽刺作品带到了

街头，他在穆巴拉克下台五周年之际，向开罗的警察们献上了充气避孕套

做的气球。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活动人士和公众成员面对警方时开怀大

笑。23由于笑声是一种能够促进群体形成和诉诸集体行动的乐观情绪，因此

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活动工具。

致困行动可以减少活动人士和观察者的恐惧。利用笑声来对抗恐惧可以吸

引更多人加入运动，并缓解活动人士过劳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是，致困

行动诱使对手做出荒谬或不合逻辑的反应，可以减少非参与者的恐惧，使

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加入针对对手的抗议活动，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

向不同的受众复制这种致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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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波波维奇和尤素夫所强调的，独裁者不喜欢笑话。独裁者往往好面

子，如果受到嘲笑，就会反应过激。他们对幽默的过激反应暴露了他们

膨胀的自我和脆弱的身份认同。2011年在白俄罗斯，活动人士仅仅是在

公共场所鼓了鼓掌，就成功地激怒了总统阿连克谢·卢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的政权。当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些人时，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武装

到牙齿的威权政府，拥有各种强制手段，暴露了它对和平抗议的恐惧。24我

们的定性证据表明，大多数致困行动(87%的情况)有助于减少运动参与者的

恐惧或冷漠。通过减少恐惧和增加公众同情，致困行动几乎总是(88%的情

况)有助于重塑对手的形象，使其变得不那么可怕或变得更具压制性。

媒体：最后，一个精心设计的致困行动将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关键问题在

于这种关注是否是正面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抗议活动往往得到媒体

的负面报道，抗议者被描绘成冒犯的人。25媒体报道的内容会因报道机构和

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而有所不同。在高度压制的国家，国际和国内的报道

会有明显的差异。

在理想情况下，媒体对致困行动的报道会介绍实施行动的团体(假设该团体

对公众来说是新出现的或者不熟悉的)，并记录对手的违反规范的行为。26

媒体报道可能会传达关于该团体的概要信息，比如其规模、组成以及与盟

友或同情团体的联系等。公众认知的扩大，可能会进而导致更多的公民改

变对该团体及其目标合法性的评估方式。

媒体报道对议题设置、叙事构建和铺垫效果非常关键。27议题设置关注抗争

所涉问题的突出性(公众是否在思考某个问题)，叙事构建(framing)关涉公众

对所涉问题的看法，而铺垫效果(priming)则关涉在提及某个主题时首先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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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脑海中的内容。对于致困行动来说，媒体报道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足

够的、恰当的报道，就无法重构叙事框架，就无法引发公众思维、从而影

响人们对行动及其背后原因的看法。致困行动的嬉戏性质、讽刺手法的运

用以及对广泛持有的信念的呼应，都旨在吸引同情性报道，从而重塑公众

对对手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的发现令人鼓舞：致困行动的宗旨在84%

的情况下获得了正面的媒体报道。

成功是什么模样？

切诺维斯指出，即使非暴力的公民抗争运动失败了，它们仍比暴力运动更

能带来长远的变革。事实上，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提前

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引发民主过渡。28我们的研究表明，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

力运动在取得这些长远结果方面可能更加有效。

2012年，苏丹的抗议者组织了“舔肘星期五”(elbow-licking-Friday)活

动，以此讽刺当时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al-Bashir)，因为巴希尔称

那些希望他离职的人为“舔肘者”——那些愚蠢地希望尝试不可能之事的

人。当成群的“舔肘”抗议者走上街头时，他们遭遇了橡皮子弹、催泪瓦

斯、殴打和逮捕。这种激烈的镇压伴随着当局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封锁，以

及总统的欲盖弥彰，他竭力声称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起义。他的政府合

法性荡然无存。虽然他还在继续掌权，但可以说，“舔肘者”为推动苏丹

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巴希尔最终在2019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尽管在

2021年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但该国计划在2023年举行选举并制定新宪法。

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哪一方立即让步，但同样可以说，在公众心目中，寻

求更好和更自由政府的事业获得了进展，而对专制者的荒谬自大的揭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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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这一事业。

因此，即使被NAVCO数据集标识为失败的运动中，那些使用了致困行动的

运动在重构叙事、增加活动人士吸引力以及减少活动人士自身的恐惧等关

键指标上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一项积极的结果都有可能在未来有助

于瓦解专制权力。一旦一个独裁者的形象被有效的致困行动毁掉，要想恢

复元气是很难的。

这些效果可以在我们追踪的各种致困行动案例中看到，其中针对俄罗斯普

京政权的案例，揭示了致困行动的潜在积极影响，即使它们尚未导致政权

更迭。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系列俄罗斯活动人士已经采用致困行动来挑战

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合法性。2012年，俄罗斯巴尔瑙尔(Barnaul)的活动人士

绕过了严禁公开抗议禁令，设置了一组玩具，这些玩具举着小小的抗议标

语。当局仿佛受到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油桶事件的启发，裁定玩具展览是

一次“未经授权的活动”，然后拒绝了新的展览申请，声称玩具不能成为

俄罗斯的公民。29这一情况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让克里姆林宫显得荒谬

可笑。在2021年，警方还因一次堆雪人抗议活动逮捕了一人。30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创意活动人士采用了致困行动来抗议对任何

提及“战争”的言论的严厉镇压。他们携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进行无声的抗议行动，并制作了自我审查的海报，在出现“反对战

争”一词的地方加上了星号。他们甚至在商品价格标签上加入了反战标

语。31

同样地，在2022年底，中国的抗议者也违反公共集会禁令，举起了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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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回应政府实施压制性的“COVID清零”法律，这些抗争的努力导致政

府决定放松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抗议者也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采

取了致困行动。妇女们跳舞、摘下头巾、公开剪发，以嘲弄道德警察的权

威。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些行为都让抗议者以嬉笑怒骂

的方式揭露专制权力的荒谬之处，并将蛮横的政策重构为荒谬的行为。

这些创意策略会迫使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政权终止他们的蛮横政策吗？

可能不会。但要问这些方法能损害这些政权的权威和声望吗？32我们的研究

显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让当局吃到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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